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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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为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理有助于加

深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文化演进、社会发展等人地关系的进一步认识。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国保单位

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国保单位历经时间漫长，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和近

现代三个时期。同一时期主体国保单位不尽相同，各类文物有相对集中的分布期。②从史前至近现代 8个时期中，

国保单位在数量、占比及出现频率等方面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初步发展阶段到衰退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至巅

峰阶段，再至衰减阶段。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集中度高，密集区长期位于长城—横断山东南侧，其中豫西、关中、晋

南、长三角等地长期是国保单位核心分布区。③国保单位重心位于河南、陕西境内，呈现向西—东—南的转移趋势，

方向分布呈现史前时期、宋元以后的西南—东北格局，先秦—隋唐五代时期的东西格局。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总体表

现出由集聚到分散的交替演变过程，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展。④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变迁、水文

河流等自然因素，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人口演变等人文因素的共同影响，是自然因素导致的自然指向性规律和人

类活动造成的人文指向性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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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单位是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更替，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不仅传承着

中华文化的独有基因，更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世界身份和地位。研究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影响机理，有助于加深

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文化演进、社会发展等人地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有助于优化文物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近年来，随着党

和国家一系列文化复兴、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作为文化核心载体的文保单位，其时空分布及开发利用研究成为学者们广泛探

讨的热点，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文保单位的保护利用、文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文

保单位与旅游发展、文保单位管理及制度建设等方面［1-7］。研究方法上，卫星遥感、基于 ArcGIS 的空间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

应用广泛
［8-9］

。学科类型上，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关注较多，地理学者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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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物资源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域尺度，全国尺度的研究较少［10-13］。各级别文物整体分析较多，

针对国保单位的研究尚需深入和拓展［14］。类型分析上，主要关注某一类文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各类型的综合分析尚少［15-16］；时

间尺度上，以国保单位批次时间为限，从文物产生、演化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的较少
［17-18］

；影响因素研究上，定性描述居多，

量化分析有待加强［19-20］。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境内国保单位密集，文物价值极高，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变迁的

见证和重要标志。由此，本文通过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历史时期各类国保单位的分布特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并定量探讨

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国保单位形成阶段、分布格局和时空演化的影响，以期为加深对国保单位的认知，保护、利用国保单位提供

参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核密度分析 

根据概率理论，核密度估计的定义为：设点集 x1，…xn是从分布密度函数为 f的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 f在某点 x处的

f(x)。通常用 Rosenblatt-Parzen 核估计，其计算公式为［21］： 

 

式中：k（）称为核函数；h>0 为带宽；（x-x1）表示估计点 x到事件处的距离。影响KDE 的主要因素为核函数的数学形式和

带宽的值。 

1.1.2 重心模型 

地理事物在空间上存在规则、随机和集聚 3种分布特征［22］。重心变化是研究海量时空数据演变趋势的有效手段［23］，定义不

同时期国保单位重心的 X和 Y坐标分别为： 

 

式中：Xˉ为不同时期国保单位重心的经度；Yˉ为不同时期国保单位重心的纬度；n表示研究范围内的栅格数量；i为栅格

序号；Xi、Yi 分别为第 i个栅格的几何中心经度及纬度；Si为第 i个栅格的面积；Wi为第 i个栅格的国保单位密度值。 

1.1.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用来汇总和表达地理要素的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等空间特征［24］。通过标准差椭圆揭示历史时期国保

单位的空间分布，同时表示其中心位置变化、移动趋势。公式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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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和 Yi 是要素 i坐标；（-X'，-Y'）表示要素的平均中心；n为要素总数。 

1.2 数据来源 

分析数据主要来自建国以来国务院公布的 8批国保单位名录，共计 5053处（不含合并及新增）。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

根据研究需要将国保单位产生的年代分为 8 个时期。其次，将国保单位按其所属的历史时期归类并计数，对贯穿不同历史阶段

的国保单位以建造时期为准计入，不重复计数。部分国保单位的地理坐标无法精确至文物点，则以其所在镇的中心坐标代替之。

历史时期人口、粮食总产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地理》［25］、《中国历代粮食亩产》［26］等文献资料。空间分析数据采用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 1∶400万全国矢量地图。 

2 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时空分布特征 

2.1 国保单位的时间分布特征 

根据考古学、年代学研究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国保单位所处的年代划分为史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代以来等 8 个时期。国保单位按申报名录规范，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

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等 6类。 

国保单位时间跨度巨大，从云南元谋人遗址到建国初期的部分遗址，历经 170 多万年历史。从国保单位的数量变化特征看

（图 1），史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数量在减少，魏晋南北朝形成一个国保单位数量的低谷期。此后，各时期数量上涨明显，

其中，宋以后的国保单位占总量的 67%，构成国保单位的主体。总体而言，其数量先减少再增加，越接近现代，数量越多。从每

100 年国保单位出现的频率来看，史前至秦汉时期频数上升较为明显，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率递减，魏晋以后各时期，频数迅速

增加，直达近现代频数高峰 455处/100a。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接近现代，每 100年出现的国保单位数量越多。由此可见，

国保单位的出现频次与其保存程度紧密相关。由于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古代文物资源又以土木结构为主，容易遭到自然

侵蚀和人为破坏，加之随时间的推进，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技术不断提高，历史越久远，文物保存难度越大，文物遗存越

少，距今时间越短，文物保存情况越好，遗存越多。 

 



 

 4 

从各个时期国保单位的类型占比情况看（表 1），史前时期的国保单位中古遗址占绝对多数，比重达 96.27%。先秦时期，古

遗址、古墓葬占比最高，分别为69.08%和 27.75%，合计高达96.83%。秦汉时期，古遗址和古墓葬依然是主体，比重分别为 49.64%

和 37.41%，合计达 86%。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寺及石刻占比最高为 49.06%，其次为古遗址，占 27.67%，二者合计 76.73%。隋

唐五代时期，古建筑占比最高，达 32.38%，其次为古遗址 28.24%，第三为石窟寺及石刻占 25.65%，三者合占 86.27%。宋元时

期，古建筑比重迅速提升，达到 68.82%，为各类文物之最，其次为古遗址，比重为 15.54%。明清时期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共1637

处，其中，古建筑类占 90.35%。近代以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导，占 98.53%。 

表 1 不同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类型数量及占比 

 
古遗址 

（处）（％） 

古墓葬 

（处）（％） 

古建筑 

（处）（％） 

石窟寺及石刻

（处）（％） 

近现代主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处）（％） 

其他 

（处）（％） 

总计 

（处） 

史前时期 464(96.27) 6(1.24) 1(0.21) 11(2.28)   482 

先秦时期 239(69.08) 96(27.75) 3(0.87) 7(2.02)  1(0.29) 346 

秦汉时期 138(49.64) 104(37.41) 23(8.27) 12(4.32)  1(0.36) 278 

魏晋南北朝时期 44(27.67) 30(18.87) 7(4.4) 78(49.06)   159 

隋唐五代时期 109(28.24) 49(12.69) 125(32.38) 99(25.65)  4(1.04) 386 

宋元时期 147(15.54) 62(6.55) 651(68.82) 82(8.67)  4(0.42) 946 

明清时期 47(2.87) 73(4.46) 1479(90.35) 24(1.47)  14(0.86) 1637 

近代以来  1(0.12) 8(0.98)  807(98.53) 3(0.37) 819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尺度看（表2），古遗址在史前时期占比最高，达 39.06%，其次为先秦时期的 20.12%，宋元时期的12.37%

和秦汉时期的 11.62%，四个时期的古遗址数量占此类文物总期数量的 83.17%。古墓葬以秦汉、先秦、明清及宋元为最多，分别

为 24.7%、22.8%、17.34%和 14.73%，合计占 79.57%。古建筑高度集中于宋元及明清时期，分别为 28.34%和 64.39%，合计占比

92.73%。石窟寺及石刻以隋唐五代、宋元、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比最高，分别占31.63%、26.22%、24.92%，合计达 82.77%。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全部落于近现代时期。其他类主要见于明清、隋唐五代、宋元和近现代时期，共占总量的92%。 

表 2 不同类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阶段数量及占比 

 古遗址（处）（％） 古墓葬（处）（％） 古建筑（处）（％） 
石窟寺及石刻

（处）（％） 

近现代主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处）（%） 
其他（处）（％） 

史前时期 464(39.06) 6(1.43) 1(0.04) 11(3.51)   

先秦时期 239(20.12) 96(22.8) 3(0.13) 7(2.24)  1(3.7) 

秦汉时期 138(11.62) 104(24.7) 23(1) 12(3.83)  1(3.7) 

魏晋南北朝时期 44(3.7) 30(7.13) 7(0.3) 78(24.92)   

隋唐五代时期 109(9.18) 49(11.64) 125(5.44) 99(31.63)  4(14.81) 

宋元时期 147(12.37) 62(14.73) 651(28.34) 82(26.22)  4(14.81) 

明清时期 47(3.96) 73(17.34) 1479(64.39) 24(7.67)  14(51.85) 

近代以来  1(0.24) 8(0.35)  807(100) 3(11.11) 

总计 1188 421 2297 313 807 27 

 

2.2 不同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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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在 8个时期中时间跨度最大，该期文物占总量的10%，但由于时间跨度巨大，出现频率最小，仅为 0.02 处/100a。

古遗址占绝对主体，达 96.27%。从其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国保单位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区，一是河南中北

部，二是两湖交界洞庭湖沿岸的荆州—常德地区。此外，山东中南部、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及长三角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并由

此渐次向外围扩散，反映出早期文明的核心—边缘扩散分布特征。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共同起源是史学界的共识，

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皆

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主源。这些文化源地与上述国保单位的核心分布区高度一致，反映出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的两

湖平原及长三角地区是古人类生活的主要地域，这些地区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构成各类文物的源头。 

2.2.2 先秦时期 

该期从夏—战国，时间跨度近 2000 年。文物数量和出现频率分别为 346 处和 18.7 处/100a，文物比重占总量的 7%，文物类

型主要为古遗址和古墓葬。从空间分布特征上看，该期文物的核心区位于晋南和豫西，并以此为源地向北、西、南分别延伸至

北京南部、关中西部和两湖相接的荆州—常德一带，由此呈现密集的核心—廊道型分布。此外，山东南部、苏南、浙北也呈现

密集分布状态。这主要与夏、商、周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在豫西、冀南、关中、晋南以及鄂中北部、吴越地区有关，也表明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华夏文明扩散至更为广阔的地区，文物分布范围随之拓展。 

2.2.3 秦汉时期 

国保单位数量 278处，出现频率急速提升至 63.04处/100a，比重为 6%，文物类型的主体是古遗址和古墓葬。此期国保单位

核心区在古都西安和洛阳，辽宁东北部、四川成都平原及山东—安徽交接地区分布密集，此外，还呈现沿河西走廊—新疆古丝

绸之路辐射分布的特点。该期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时期，随着秦朝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对外征伐，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等对内的治理，汉朝击溃匈奴、开发西南等军事政治战略，与民休息、劝耕农桑等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原王朝

的控制范围空前扩展，国家实力空前增强，汉文化的足迹遍及西域、辽东、南海、大漠，文物遗迹因之广布。西安、洛阳因是

秦汉两朝国都之所在，人口最为密集，社会经济活动最为集中，成为当期文物核心区。 

2.2.4 魏晋南北朝时期 

国保单位数量 159处，出现频率较秦汉时期降至 43.09 处/100a，比重占 3%。此期石窟寺及石刻占比迅速上升，达 49.06%，

此外古遗址、古墓葬数量也较多。从核密度分析结果看，豫西北、豫冀交界区，南京周边是国保单位的核心分布区，新、陕、

甘、晋、鲁的部分地区呈现片状密集分布。魏晋南北朝尽管长期战乱，入选的国保单位较少，但是民族大融合、北人南迁的关

键时期，江南地区深入开发，遗存文物密集。随着佛学、玄学的兴起，众多的石窟古寺得以营建，使得石窟资源最为丰富，上

述核心区也是我国石窟资源的密集分布区。 

2.2.5 隋唐五代时期 

国保单位 386 处，出现频率 121.38 处/100a，约是魏晋时期的 3 倍，占比 8%。此期文物以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为主。国保单位以关中、豫西为核心区，反映出明显的古都指向。杭州、成都周边及晋冀相接的太行山一线分布密集。分布范

围扩展很大，云南、西藏等地皆有密集分布区。隋唐时期，国家承平日久，统治者文治武功和对外开放，北人南迁，南方经济

发展等，致使国保单位数量、类型、分布范围及出现频率达到新的高峰，体现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势态。 

2.2.6 宋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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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单位 946 处，出现频率上升至 205.2 处/100a，占比达 19%。此期古建筑占比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类文物。从空间

分布密集度看，此期文物密集度极高，核心区和密集区几乎全位于晋南和豫北。有研究表明，中国古建筑有一半以上位于山西［27］，

而此期古建筑占比达到 68.82%，核心、密集区大部在山西，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期南北方先后有多个政权存在，虽然战乱较多，

但政治长期相对稳定。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超过北方，以南宋都城临安（杭州）为中心，文物分布也

较密集。 

2.2.7 明清时期 

此期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占比最高，分别达 1637 处和 32%，出现频率为 346.82 处/100a。文物类型中古建筑占绝对主体，

数量高达 1479处，占90.35%。空间分布上，核心区都城指向型分布明显，北京是唯一的核心区。但密集分布区范围扩展极大，

苏南、浙西、皖南、晋中南、豫西北密集度都很高。西藏、云南、四川盆地、湖南、广东、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密集度上升。说

明该期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空前扩展，文物分布更趋均衡。 

2.2.8 近代以来 

文物数量 819处，占比 16%，出现频率 455 处/100a，为各时期最高。国保单位类型几乎全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占 98.53%，此外还有少量其他类，这体现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和主线——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实践活动。空间上，呈

现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为核心的片状分布区，湘东北、辽中北、赣东南成密集分布态势，

反映出近代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城市指向性和中国各阶段革命的广阔空间实践。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在数量、占比及出现频率等方面短期内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呈现波动上升特点。

其值分别从史前时期的 482 处，10%和 0.02 处/100a，秦汉时期的 278 处，6%和 63.04 处/100a，隋唐时期 386 处，8%和 121.38

处/100a，至明清时期的 1637处，32%和 346.82 处/100a。据此可将史前至秦汉时期视作国保单位的初步发展时期，魏晋是衰退

时期，隋唐五代、宋元为快速发展时期，明清是巅峰时期，近代以来是微弱衰减时期。各时期国保单位分布集中度较高，密集

区长期位于长城—横断山东南侧，东北、西北地区长期密集度极低，豫西、关中、晋南、长三角等地是国保单位长期以来主要

的核心分布区，并由此向外围扩散。分布范围不断扩展，但主要的集中区长期稳定于北方。随着历史的演进，经济重心南移，

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明清以降，南方地区国保单位密集度超过北方，也更趋分散。 

2.3 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重心及演变趋势 

利用重力模型分析历史时期国保单位重心的转移轨迹和移动距离。通过标准差椭圆综合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方向及

分布。8 个时期国保单位呈现西北—西—北—南—东北—西南—东南的转移趋势（图 2），史前时期国保单位重心在河南省中部

（113.68°E，34.14°N），先秦时期转移至河南省西北（112.71°E，35.06°N），秦汉时期移至陕西沿黄河一线偏南端（110.26°

E，34.99°N），魏晋南北朝时沿河北移93km（110.48°E，35.82°N），隋唐五代时南移 258km 至陕西商洛境内（109.82°E，33.52°

N），宋元时期重回河南中部（113.65°E，34.46°N），明清时期西南移至河南南阳南部地区（112.39°E，32.46°N），近代以

来东南移至信阳西部（113.77°E，32.26°N）。8个时期重心共移动 1443.35km。 

8 个历史时期（表 3）标准差椭圆方向在62.51°～98.11°之间。史前时期国保单位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南—东北格局，先秦

至隋唐五代时期转为东—西格局，宋元以后重回西南—东北格局。史前—先秦，隋唐五代—宋元时期间，标准差椭圆的转角变

化最大，分别为 31.3°和 28.1°，国保单位的方向分布在此间实现了转变。先秦至隋唐五代，转角先弱化，再强化，再弱化，

由 93.84°减弱至 89.27°，再上升至 98.1°，后又弱化至 92.9°。宋元以后，转角先强化再弱化，由 64.85°升至 83.9°，

再降至 65°。椭圆长轴由史前时期的1090.35km增加至魏晋南北朝时的 1605.06km，宋元时期降低至 1033.41km，近现代时期又

增加至 1283.61km，表明国保单位在主要分布方向上呈现极化—分散—极化的变化趋势，整体表现为先秦—隋唐时期的东西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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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明显，宋元以后西南—东北走向越发显著。短半轴由史前时期的 738.15km增加至秦汉时期的 830.28km，魏晋南北朝时降

至 643.8km，隋唐五代增至 871.35km，宋元时期降至 763.68km，此后一直增长至近现代时期的902.43km，表明国保单位的空间

分布经历集聚—分散—集聚—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过程。整体而言，历史时期国保单位表现出由集聚到分散的交替演变过

程，文物的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展。 

 

表 3 历史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准差椭圆参数变化 

历史时期 重心坐标 短半轴(km) 长半轴(km) 移动方向 方向角度(°) 偏移距离(km) 

史前时期 113.68°E，34.14°N 738.15 1090.35 — 62.51 0 

先秦时期 112.71°E，35.06°N 768.68 1362.53 西北 93.84 133.43 

秦汉时期 110.26°E，34.99°N 830.28 1581.75 西 89.27 219.38 

魏晋南北朝时期 110.48°E，35.82°N 643.80 1658.34 北 98.11 93.04 

隋唐五代时期 109.82°E，33.52°N 871.35 1605.06 南 92.90 257.69 

宋元时期 113.65°E，34.46°N 763.68 1033.41 东北 64.85 3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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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112.39°E，32.46°N 883.56 1199.91 西南 83.90 246.90 

近代以来 113.77°E，32.26°N 902.43 1283.60 东南 65.00 130.31 

 

3 国保单位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机理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演变是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要素和政府能力、人口演变、经

济发展等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6，28-29］。其中，自然要素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主要体现环境本底对文化发展的支撑和

阻碍作用。自然要素是由多个因素组合形成的有机整体，各因素的时间差异、区域差异影响着国保单位的分布及演变过程。人

文要素是影响文物资源分布密度、演变过程和迁移方向的主导力量。鉴于已有研究多以描述性分析为主，量化研究不足，本文

结合国保单位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 GIS 空间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综合自然因素（地形地貌、气候变迁、水文河流）

和人文因素（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人口演变）定量探讨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影响机理。 

3.1 自然因素 

3.1.1 地形地貌 

根据我国地形地貌特点将高程分为 6级：200m以下、201～500m、501～1000m、1001～2000m、2001～4000m 及 4000m以上，

其中，200m 以下为第 1级，依此类推，4000m 以上为第 6级。通过将国保单位与全国 DEM 高程图叠加（图 3），并按高程分级统

计整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国保单位数量和百分比，并绘制其高程百分比曲线（图 4）。整体而言，8 个时期国保单位分布

呈现明显的低海拔趋向，200m 以下的文物点占总量的 48.55%，500m 以下占 66.12%，1000m以下占 82.33%，2000m以下占 95.89，

2000m 及以上文物仅占 4.11%。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1级高程以下文物点数量约占一半，其中，近现代比重最高为61.09%，隋

唐五代最低占 33%。1～2级高程文物百分比曲线变化非常明显，2～4级高程文物比曲线变化平缓，基本维持在 15%左右，其中 2

级高程中秦汉和隋唐时期百分比最高，3级高程中宋元和近现代时期分别出现一个波峰和波谷，4级高程中出现先秦、秦汉两个

波峰。4级以上文物百分比曲线变化居中，占比均在 5%以下。1～2级低海拔文物点比重，由史前时期的 70.54%，降至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 57.23%，后又逐步增加至明清时期的 65.06%，进而达到近现代时期的 78.51%，而 5～6 级高海拔文物点百分比，从史

前时期的 3.53%，波动增长至隋唐五代时期的 8.81%，之后降至近现代时的 3.17%。综合而言，尽管个别时期个别高程上文物百

分比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是整体而言，随着海拔的降低，文物数量增加明显，海拔越低曲线越陡，增加程度越快。随着历史的

演进，文物低海拔指向在增强。这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认识、改造能力的增强，1～

2级低海拔的平原、河谷、阶地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文化遗存也更多地分布其中。 

3.1.2 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具体而言，气候温暖时期大多与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相对应，气候寒冷期又常常处在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战乱时期，王朝兴衰呈现出“冷

抑暖扬”的特征
［30］

。作为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国保单位必然受到当期气候环境的影响。竺可桢先生清晰地勾勒了我

国 5000 年来的气候变迁［31］：自公元前 3000 年以来，我国气候总趋势是变冷，但冷中有暖，冷暖交替，先秦至西汉时期除了西

周初年气候较冷外，其余时期均比目前气温高出 1℃～5℃。而此期共有国保单位 953处，占总量的 18.86%。东汉以后，虽然各

时期气温均比现在低，但是有几个相对的暖期，如隋唐时期、宋末元初、明朝中后期、18世纪中叶至 19世纪中叶，其国保单位

数量分别占总量的 7.5%、4.56%、12.6%和 11.73%。民国以后，除个别年份气候寒冷外，直到建国初整体气温高于观测期，而此

期的国保单位占比也达 4%。由此，相对温暖期的国保单位约占总量的 60%，相对寒冷期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至北宋、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及清末，国保单位共占总量的 40%，从而体现出气候变迁对国保单位时空演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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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河流因素 

河流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均与河流存在密切的关联。为量化反映河流对国保单位分

布和演化的影响，以全国 4级以上河流为数据源，分别做 10km、20km 和 50km 缓冲区分析（图 5），并统计各级缓冲区内国保单

位的数量（表 4），结果发现，10km 范围内，国保单位 2222 处，占总量的 43.97%。20km 以内 3106 处，占总量的 61.47%。50km

以内国保单位 4445处，占总量的88.9%。从各个历史时期的缓冲区分析来看，史前时期 10km、20km、50km 缓冲区内的国保单位

分别为 188、291 和 432 处，各自占当期总量的 39%、60.37%和 89.63%。先秦时期为 144、215 和 306 处，占比分别为 41.62%、

62.14%和 88.45%。秦汉时期变为 131、171 和 242处，占比为47.12%、61.51%和 87.05%。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别为 59、85 和 136

处，各自占 37.1%、53.46%和 85.53%。隋唐五代时期各缓冲区内文物分别为 177、243 和 347处，分别占 45.85%、62.95%和 89.9%。

宋元时期则变为 381、532 和 834 处，占比为 40.27%、56.24%和 88.16%。明清时期分别为 723、1041 和 1446 处，占比分别为 44.17%、

63.59%和 88.33%。近代以来为 419、528 和 702 处，比重分别为 51.16%、64.47%和 85.71%。综合来看，各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有

近一半分布于主要河流 10km范围内，且这一趋势在增强，超6成分布于 20km范围内，而 50km 范围内的国保单位占各期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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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9成。由此可以发现，国保单位呈现由主要河流水系向外围递减的分布趋势，表明国保单位分布的“亲水”型指向。 

 

表 4 历史时期主要河流不同范围缓冲区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及比重 

 
10km 20km 50km 

合计（处） 
数量（处） 占比（％） 数量（处） 占比（％） 数量（处） 占比（％） 

史前时期 188 39.00 291 60.37 432 89.63 482 

先秦时期 144 41.62 215 62.14 306 88.45 346 

秦汉时期 131 47.12 171 61.51 242 87.05 278 

魏晋南北朝时期 59 37.10 85 53.46 136 85.53 159 

隋唐五代时期 177 45.85 243 62.95 347 89.90 386 

宋元时期 381 40.27 532 56.24 834 88.16 946 

明清时期 723 44.17 1041 63.59 1446 88.33 1637 

近代以来 419 51.16 528 64.47 702 85.71 819 

合计 2222 43.97 3106 61.47 4445 88.90 5053 

 

3.2 人文因素 

3.2.1 政府治理 

政府的治理水平不仅反映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且直接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和生产生活，从而对该时期遗存的文物资源数量、

类型、特点等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政治结构的主导形态，政府治理水

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得以维持和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如汉、唐、明、清等，统治者对内大都能励精图治，对外

加强开拓和交往，从而形成社会相对安定、生产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使得这些时期国保单位数量占总量的 80%以上，且覆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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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极广，类型多样。与之相反，在政权更迭、政府治理无效的乱世，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遗存文物

也较少，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乱世，国保单位占总量的比重不足 20%。此外，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不少文

物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表现出为特定阶层、特殊目的服务的特性，体现着统治者的治理意志，如帝王墓葬、

皇家建筑等。总之，国保单位作为古人生产生活的遗存和活文化的载体，在政府治理有效的治世，社会长期相对稳定，遗存量

更多，类型更为齐全，涉及地域也更广，而在政府治理无效时期，遗存量较少，类型相对单一。 

3.2.2 经济发展 

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也相对拥有更多的文物资

源遗存。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延续，都有赖于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我国自

古以来以农立国，农业历史非常悠久。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我国农业就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0%左右的人口。不同历史

时期由于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的不同，农业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土地垦殖、耕作

制度的演进、农田水利的发展等，粮食产量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由此，为刻画经济发展对国保单位时空演变的影响，通过阅

读整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32］、《中国历代粮食亩产》《中国人口地理》等文献资料获取不同时期粮食总产量数据，

以之表征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 Excel进行拟合回归分析（图 6），发现二者相关性很高，R²为 0.9085，且通过显著性

检验，表明不同时期粮食总产量对国保单位产生极大的影响，粮食总产量能够解释国保单位超过 90%的时空演变，这说明经济发

展水平对国保单位时空分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3 人口演变 

古代社会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

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33］。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

乱的重要标志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人口的统计和调查都极

为重视。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据出现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

整的人口调查记录。虽然历史时期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非常缓慢，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特征，人口增长不平衡，但人口的

多寡反映着一国之实力，体现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遗存，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必然受

到人口分布、迁移的影响。历史上，人口增长在西汉末年、盛唐、宋、明后期和清中后期先后攀上高峰，与之相对应，汉、唐、

宋、明和清朝国保单位数量占总量的 67%，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人口低谷期，国保单位的数量较少，仅占 16%。为量化反映

二者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以《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人口地理》等文献中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为数据源，与国

保单位进行拟合分析，发现二者相关性显著，R²=0.82355（图 7），人口多寡的变化能解释国保单位 82.35%的变化，说明人口变

迁极大地影响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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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讨论 

基于建国以来国务院公布的 8批国保单位数据，运用 ArcGIS空间分析、曲线拟合等方法对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分布特点及

演化过程进行研究，揭示了历史时期国保单位时空演变的影响机理。主要结论为： 

①国保单位历经时间漫长，跨度 170 余万年，但主要集中在宋元以后的三个时期中，占总数的 67%。横向来看，秦汉以前古

遗址、古墓葬类文物占据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寺及石刻类占总量的一半，优势明显，隋唐五代除了近现代和其他类，其

余各类分配较均匀，宋元以后古建筑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纵向上看，各类文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数量、比重各不相同，但有其

集中分布期。国保单位以土木建筑为主，加之长期以来的自然侵蚀、人为损坏和文物修复技术的提升等，历史越久远，文物保

存难度越大，文物遗存越少。 

②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在数量、占比及出现频率等方面短期内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呈现波动上升特点。史前至

秦汉时期是国保单位的初步发展时期，魏晋为衰退时期，隋唐五代、宋元为快速发展时期，明清是巅峰时期，近代以来呈微弱

衰减态势。各时期国保单位分布集中度较高，密集区长期位于长城—横断山东南侧，东北、西北地区长期密集度极低，豫西、

关中、晋南、长三角等地是国保单位长期以来的主要核心分布区。 

③史前及先秦时期，宋元以后国保单位重心位于河南，中间三个时期在陕西，呈现向西—东—南的转移趋势。椭圆长轴的

变化表明，国保单位在主要分布方向上呈现极化—分散—极化的变化趋势，整体表现为先秦—隋唐时期的东西指向越来越明显，

宋元以后西南—东北走向越发明显。国保单位空间分布由史前集聚至秦汉分散，魏晋南北朝再集聚，隋唐五代又分散，宋元再

集聚，此后再分散，总体表现出由集聚到分散的交替演变过程，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展。 

④地形地貌、河流水文、气候变迁等自然因素，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人口演变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

演变过程。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国保单位的时空演化更突出地表现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范围、影响强度等人文指向，是

二者综合叠加作用的结果。 

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理非常复杂，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对其研究

需要有综合驾驭这些学科专业知识的能力，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极大挑战也是一大特点。历史时期国保单位的时空变化，实质体

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方向性、地域性变化，先秦—隋唐间，多个大一统王朝先后实现东西向的国家一统，加之通西域的政

治、经济、军事行动，佛学东渐等，使得此间生产生活东西指向明显。宋元以降，南北政权长期对立，南方经济迅速崛起，经

济重心与政治重心长期呈现南北向的不一致，由此社会发展的南北向变动最是显著，文化遗存分布及演变因之调整。在后续工

作中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国保单位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加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国保单位产生的时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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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分布的空间精度，明确所有国保单位精准的产生时间和分布地点，不断提升不同时空尺度下环境变迁、文化演进、社会发

展等对国保单位演化及其影响机理分析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以期为国保单位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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